
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及其运行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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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川陕苏区建立后，苏区军民面临着战争创伤和疫病连年肆虐的严峻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是

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少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再加之川北乡村贫困落后，本就缺乏现代医学的根基，专业的医护

人员和医疗用品极为缺乏，红军伤病员的处境亦十分艰难。 面对困境和挑战，川陕苏区共产党人通过创建医疗卫

生机构，挖掘当地中医药资源，培养速成医护人员，筹措、自制药品和医疗器械，建立伤员转运抢救体系，加强精神

抚慰和物质优抚等举措，有效改善了苏区的医疗条件和伤病员的现实处境。 其间，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作为共产

主义革命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呈现了阶级意识、思想改造、物质优待、权势转移、革命理念等多个层面的要素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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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工作是红军和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维系革命军队战斗力和苏维埃政权有序运转的关

键一环。 “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

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是对革

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 ［１］基于此，在激烈的革

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格外注重医

疗卫生事业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全力医治战争给

苏区军民带来的肉体创伤和地方连年流行的各种疫

病灾害。 迄今学界已就川陕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展开

了一定的研究，现有著述就苏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群众戒烟运动等基本史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

探讨，但对川陕苏区建立前后医疗卫生工作的变化、
演进及其困境等运行实态，有待更为深入、动态的探

讨与分析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川陕

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及其动态变化

尽量予以历史地呈现，以考察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

力部队在建设苏区医疗卫生体系当中所面临的境况

及其运作实态。

一、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后的
医疗卫生境况

　 　 红四方面军在西征途中，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

和长途行军，常常面临伤病员的医治和安置问题。
“恶仗一场接着一场，虽然歼灭了大量敌人，自己也

有不少伤亡。” ［２］２４ 红军中伤病员数量日益增加。
尤其是“枣阳、新集一仗下来”，“医院里伤员又增加

了一大堆” ［３］４６。
在伤员增多的同时，部队还存在缺医少药等困

境，“药品、器材奇缺。 麻药很少，有时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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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好的器械” ［４］ 。 据王宏坤回忆，其作战负伤

后，“因伤口发炎”，“难受得不得了，马也没法骑”，
师医务主任周吉安“来了，说没有麻药，我说没有麻

药也要取” ［５］ 。 由于医疗资源匮乏，部队重伤员人

数激增。 “要药没药，要医缺医，轻伤拖成了重

伤。” ［３］４６在转战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不

幸身负重伤，虽经苏井观全力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

和医疗条件限制而壮烈牺牲［２］２５。
伤病员的治疗和安置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

苏区后面临的全新问题。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各苏区部队尽快建立野战医院，并实行“寄养”政

策。 “关于治疗伤病战士的问题，除交由已有的后

方医院外，各作战地域总指挥部，应筹备本身的野战

医院和必要时寄医民家的计划。” ［６］ 在这一政策指

导下，红四方面军采取了“寄养”的方式沿途安置伤

病员。 据徐向前回忆：“重伤号走不动，尽量用担

架、马匹带走，实在带不了的”， “留在老百姓家

里” ［７］ 。 红军行至野狐岭时，“伤员无法带走，就安

置在附近老百姓家里” ［８］ 。 再如，“我军经由随县

以南洛阳店一带地区，且行且战，向西移动。 沿途安

置伤病兵” ［９］１４０。 在拥有落脚之地后，红军立即着

手解决部队内部的伤病问题，“我们也有余力注意

清洁卫生，对于生冻疮以及伤病的兵士积极医疗，颇
具成效” ［９］１６２。 与此同时，川陕苏区也开始自上而

下建立多层次的医疗卫生体系，以满足苏区军民的

医疗保健需求。
首先，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②，扩充

各级红军医院。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底，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部决定以入川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为基

础，抽调四个师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成立红军总医

院。 “我们奉命在通江县的泥溪场，将总指挥部医

院改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红军总医

院还具行政性质，负责全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红
４ 方面军设卫生部，总医院既是医院，又是卫生部性

质的单位”。 在组建红军总医院的同时，总医院还

根据战场形势抽调部分精干力量组成了临时的野战

医院［１０］５８５。 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由 ４ 个师扩

编为 ４ 个军，为使医院工作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总
医院对各部队原有各级医疗机构进行扩充，如将师

医院扩充为军医院，将团的医务所扩充为师医院，在
军队内部建立了囊括总医院、军及师医院、卫生队

（所）、卫生室（所）、卫生员在内的 ６ 级医疗卫生体

系。 此后，由于红军总医院经常搬迁，为满足各地军

民医疗需要，红军总医院还抽调了部分医护人员在

苏区的王坪、张家沟、泥溪场、清江渡等地先后设立

了 ７ 个分院［１１］５３９，５４３。
其次，建立为苏维埃机关团体和苏区群众服务

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红军入川前，受地理位置、经
济条件、政治结构以及卫生意识等制约，苏区群众卫

生健康状况堪忧。 川北群众“识字的人极少，文盲

在 ９０％以上” ［１２］３－４。 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村居民

对卫生常识知之甚少， “居民不重清洁，不重卫

生” ［１３］５２５。 这导致川北各地天花、霍乱、伤寒等烈

性和急性传染病肆虐，死亡率极高。 例如 １９３２ 年，
巴中“三汇场约 ８００ 人染湿瘟症（中医病名），而死

于该病者约 ７００ 人” ［１４］２。 次年，“开县、宣汉、开江

等县盛疫大流行，开县发病率达 ７０％以上，达县霍

乱死亡甚多” ［１５］１５１。 同时，群众患病后无钱就医，
饱受病痛折磨。 民国时期川北流传这样一首民谣：
“穷得狗在锅里卧，哪里有钱去吃药，有病唯愿早些

死，免得活起受折磨。” ［１６］１８１因而，随着川陕苏区的

扩大和巩固，红军医院救治苏区群众的工作量日益

加重，各红军医院的服务对象极为广泛，“除治疗红

军伤病员外，还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重病不能

到医院门诊的，医生还亲自到他家去诊断” ［１２］１１７。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随着川陕苏区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

满足苏区军民群众诊疗需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将

通江县财经委员会的医务所和 １ 个私营的中西药小

药房合并组建为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由省苏维埃

政府内务委员会直接领导［１０］５８８。 此后，“各县相继

成立县工农（分）医院” ［１１］５３８，“区、乡大场镇在经

济公社内开设工农药房（药铺）” ［１３］５５３－５５４。 川陕

苏区的工农药房大都由当地原有的药房改建而来。
“当时嘉陵、红坪、赤化等县所辖的区场镇上的中药

铺大都改名为‘工农药房’。” ［１６］１８５

到 １９３３ 年秋，川陕苏区医疗卫生工作成效显

著，初步构建了完备且庞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基本解

决了红军和苏区民众的就医问题。 据统计，川陕苏

区共创办了红军总医院 １ 所、分医院 ７ 所、军医院 ５
所、团医务所 ４４ 所；工农总医院 １ 所、分医院 ６ 所、
县工农分医院 ２３ 所、工农药店或药铺 １６０ 多个③。
各医疗机构收容能力也随之提升。 例如，红军总医

院下辖的 ７ 个分医院“共有床位几千张” ［１３］５３１。 工

农总医院亦有“病床（通铺拼合）３０００ 余张” ［１７］４５０。

二、川陕苏区医护人员的来源及培养

然而，囿于苏区内部有限的医疗资源和紧张严

０４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酷的斗争环境，苏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后仍然面

临诸多困难。 首要的问题便是缺乏医护人员，“医
务人员的奇缺，是当时医院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
同时，药品和医疗器械亦十分匮乏，“是总医院工作

中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就连一般的红汞、碘酒也

是稀有的” ［１０］５９２－５９３。 此外，医院的后勤物资供给

和伤病员的精神抚慰等工作也存在诸多不足。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全军医务会议检查

了过去医务工作中的缺点，认为全军医务工作还存

在“对粮食的准备，油盐的准备，棉絮棉被的准备非

常不够”，以及“对伤病号的教育和安慰工作，做得

非常不充分”等诸多缺点［１８］ 。 此次会议后，红军各

医院的医务工作逐步进入正轨。 不难看出，苏区的

医疗卫生事业是一项动态且复杂的工作，这要求作

为革命者的苏区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善

作善为，不断采取多种举措解决在新苏区遇到的新

问题，努力应对新挑战，逐步克服医护人员不足、医
疗器械短缺、伤员照护压力大等制约因素，以确保苏

区医疗卫生工作的有序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进程中，工农群

众是主体，主动投身革命的医护技术人员较少，因而

党和苏区中医护及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极为稀缺。
彼时，川陕苏区的医护人员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

大类。
第一类为随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入川的医护

人员和国民党军队中投降而来的医官④。 这类人员

主要是以苏井观、隰积德、王子元、周吉安、蒲荣钦等

人为代表的西医，数量较少，但构成较为复杂，包括

医学专业的毕业生、鄂豫皖苏区时期红军培养的医

护人员以及从国民党部队投降而来的医务人员等。
据统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成立之初，“全院有医护

人员 ３０ 余人” ［１５］５４，各师、团医院也仅有 ３—４ 名中

西医和 ６—７ 名看护员［１０］５８４。 其中，跟随红军入川

且具有医学背景者仅有苏井观［１９］１２４－１２５、周吉安等

寥寥数人。 鄂豫皖苏区培养的看护人员则有王恩

厚、秦子珍、汪心意、詹世弼等人。
国民党军队中投降而来的医务技术人员，有名

姓可考者有王子元、蒲荣钦、杨成福、向桂林等 １０ 余

人，约占西医部医护人员总数的一半。 如王子元曾

是国民党六十九师随军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在鄂豫

皖苏区时期“被俘后参加了红军” ［２０］４４４。 “蒲荣

钦，杨医官、宋医官、黄医官”等医务人员则是在红

四方面军入川之后被俘并参加红军的［２１］ 。 再如，
红军“在打达县时俘虏白军中的一个李医生、一个

杨医生” ［１７］４５５。 这些人员大都参加了红军，但医术

参差不齐，“除少数几个人能行截肢、剖腹等手术

外，其余只能治一般病” ［２２］１０３。 但在医疗资源极度

匮乏的革命战争年代，这已实属难得了。
西医群体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初期医治外科创伤

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红军中经验丰富的西医极少，
除苏井观外，有经验的西医只有隰积德、周吉安，
“以及蒲荣钦等几位医官和鄂豫皖根据地培养的秦

子珍、汪心意、詹世弼和单承猛等红色医官” ［２］３３。
能做外科手术的医生更加稀缺。 红军总医院“大型

手术由苏井观主刀，小型手术由周吉安、陈银山主

刀” ［１７］４４２。 显然，仅靠有限的西医资源难以承担苏

区巨大的医疗压力。
第二类则是当地传统的中医资源。 为解决医务

人员不足的问题，红军总医院总政治部要求各地苏

维埃政府和红军大量招聘医生，“请各地招募中西

医生，只要忠心革命，愿为工农服务，按技术高下，特
别优待” ［２３］１６０３。 民国时期川北各县很少有正规的

医药学校，西医人才奇缺，因而苏区招聘的对象主要

为当地中医。 其实，川陕苏区采取大量聘请当地中

医到医院治病的举措也有另外一层原因。 此时正值

苏区“伤寒、痢疾和疟疾等地方性疾病猖狂泛滥。
红军战士或轻或重地分别染上各种疾病的人几乎要

占十分之一。 由于医疗条件跟不上，不能及时治疗，
致使病人日渐增多，死亡率愈来愈大。 要制止疾病

流行，挽救许许多多垂危的病人，西医不仅缺乏医

药，而且大多数医生都不熟悉这种带有地方性的流

行病，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请地方中医

来解决” ［２４］４６－４７。
红军招聘医生参加革命的方式和途径较多。
一是同情革命的当地中医会主动选择为红军服

务。 据《巴中县卫生志》所载，１９３３ 年红军医院成立

时，鼎山区中医王天德即主动参加革命［１４］２９９。 同

年，当地中医程玉吉也“入川陕苏维埃政府医药合

作社，时逢痢疾流行，便随军治病” ［１４］３０３。 老红军

李三多在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红军到渠县募兵时参加了革

命，因为他跟外祖父学过医，就将其“分配到红军医

院中医所当药剂员”，其后李三多又在红军医院系

统学习看病开方，成为一名红色医官［２５］ 。
二是红军充分利用学缘、亲友等人际网络尽力

挖掘，由此聘请到大量名中医。 民国时期川北中医

的培养方式主要是“家传师授” ［１５］２５０。 这种培养

模式下，师生关系、父子关系、学友关系纽带联系极

为紧密，苏区在聘请到一名中医后，往往便能随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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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一大批当地中医，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苏区

医护人员不足这一问题。 例如，阎文仲作为最早到

红军总医院工作的当地中医，“他治好了不少疟疾

病人，深受欢迎”，并得到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

琴秋的赞扬，受此激励，阎文仲便推荐授业恩师杨成

元到红军总医院参与诊疗工作［２４］４７。 后张琴秋等

总医院领导委托沙溪区委书记阎仕全“三顾茅庐”
聘请杨成元［２６］１８４，最终成功争取到杨氏入职红军

总医院。 杨氏参加革命后不久，“又积极推荐医生，
如文胜的周致和、何光旬，九层的阎吕丰⑤，弯柏树

的戚云芳等中医高手” ［１５］３３２。
三是红军每到一地便派人寻医，然后再亲自上

门聘请其参加革命。 例如，“旺苍庙二湾有位颇负

盛誉的民间中医刘氏，红三十一军医院即前去请来

为红军治伤治病” ［２７］ 。 另据时人李永刚回忆：
“１９３３ 年栽秧的时候，有两个红军到家找我，说新场

坝成立了二分院，里面只有西医，没有中医，请到那

里去看病。 我和任权仲、张清扬 ３ 人到了涪阳

坝。” ［１７］４５３

为改善苏区医疗条件，川陕苏区求贤若渴，寻聘

医生的方式更是灵活多样，加之当地中医参加革命

的热情较高，红军得以在通江、南江、巴中、仪陇等县

招聘老中医 ９６ 人， 加上他们的徒弟共 １５０ 多

人［２８］ ，极大地充实了医院的医疗力量，医院的医疗

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
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革

命事业对当地一些医生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这一方

面得益于苏区重视有专业技术能力的知识分子，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充实苏区医务力量的方针

政策。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川陕苏区对中医和西医、
红色医官和其他医官群体实行的无差别晋升制度和

全方位的优待政策。 在具体实践中，红军给予专业

医官们充分的信任。 例如，苏井观就曾反复告诫各

医务人员，对其他“医官群体”，“政治上要帮助，工
作上要信任，生活上要给予照顾。 技术好的还要向

他们学习” ［２］５７－５８。 在政治待遇上，凡有专长的医

官“级别相当于军队的连级”。 在对医官的提拔和

使用上，坚持“以人尽其才、量才录用”的原则。 如

杨成元入职总医院不久，便被提拔为“相当副师级

的中医部副主任”，蒲荣钦、杨成福“成为西医部的

骨干”，向桂林则在“１９３４ 年被提升为红 ３３ 军军医

院院长” ［１７］４５５。 同时，医生的薪资待遇也比较优

厚，这无疑对经济窘迫的当地中医具有吸引力。 李

永刚、任权仲两人“每月经济 ３２ 元” ［１３］５３７。 杨成元

每月工资则高达 １２０ 元。 另外，“外部医生（聘请、
录用医生）行军、出诊还可以骑骡马”。 为消除医官

参加革命就难以兼顾家庭的顾虑，医院“还允许带

家属”，除伙食费外，“每月还发给大洋 １０ 元（一般

工作人员逢重大节日才发大洋 １ 元）” ［１７］４５６。
从整体来看，在苏区各项政策的引导下，被俘而

参加革命的原国民党部队医官和在本土延请的中医

群体，大都能对革命事业产生一定的认同，积极投入

红军和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 因而，即使身处军

事上的逆境，党和红军依旧能得到绝大多数苏区医

生群体的信仰和追随。 例如，“红四方面军开始长

征的时候，杨成元老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他坚决表

示不惜离开故土，愿随红军前往”。 在其临终之际，
依旧遗言感谢党“对我有着知遇之恩，使我幸得投

身 革 命 ”， “ 我 死 而 无 憾， 因 为 我 是 革 命 之

人” ［１９］１３０。 由此可见革命事业对医务专业技术群

体具有的情感吸纳力。
第三类是红四方面军自己培养的医疗技术人

员。 红军自入川伊始，就十分重视通过速成办法培

养自己的医务人员。 １９３３ 年初，由于战斗频繁，看
护人员缺乏，红军总医院便开办了看护训练班，要求

红军和各地苏维埃政府招收阶级成分好，“社会关

系清白”，“身体健康，没有嗜好，粗知文字，有学习

精神”的青年 ４０ 名，集中学习 ３ 个月的看护学、医药

学、生理学、战伤知识和军事政治等基本常识后，便
分配至红军医院中服务［１４］１７。 不久，随着苏区日益

扩大，为满足部队和苏区对医务人员的需要，红军总

医院决定在看护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红色卫生学

校，专门负责培养看护员和医生。 卫生学校招生范

围较广，除面向苏区招收识字的青年和原来在总医

院工作的看护人员作为卫生学校学员之外，学校还

“从各军各师选拔身体健壮、年轻机灵、稍有文化的

红小鬼，来卫生学校学习”。 苏井观等人“还到各

军、师医院的工作人员中挑选学员，在总医院住院的

伤病员中选留学员” ［２］４３。
据统计，卫生学校成立之初分设西医和中医两

个班，共招收学员 ２００ 多名，中医班有学员 ４０ 人，
“都是曾经看过病的医生，学习期限 ３ 个月” ［１３］５４０。
学习方式主要为半工半读，“上午由医生带到各伤

病连 医 伤 治 病， 下 午 上 课。 每 天 学 习 ４ 个 小

时” ［２９］２０３。 其后卫生学校规模逐渐扩大，由最初的

２００ 余人发展到 ４００ 多人［３０］ ，短时间内就为红四方

面军培养了医护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１７］４５４，相当程度上

壮大了川陕苏区的医务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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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红军各军、师医院也相继成立了卫生人员

训练班，充实了各部队的医护力量。 据统计，经过不

断培训，各军、师均储备了数十名卫生人员，其中

“红 ３１ 军 ９１ 师的卫生人员最多，１９３３ 年底达到了

１００ 多人” ［１３］５４１。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经川陕苏维埃政

府批准，川陕省工农医院还开办了 ３ 期红色中医训

练班。 中医训练班共培养中医 １５０ 名，护理人员

２００ 人［２９］２２４－２２５。 此外，为应对流行性疫病，各地

苏维埃政府也积极创建医务人员训练班，培养了一

大批地方医务人员。 如红军盐业经理部大碑院第七

区苏维埃开办的医务人员训练班，由各乡推荐读过

中医药书和决心学医的进步青年参加培训［２２］１０４。
川陕苏区通过各种举措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

但由于医护人员培养周期较长、苏区教学条件和医

务人员自身文化水平有限，这一时期苏区培养的医

护人员整体业务水平并不算高，但经过后续的专业

培训和岗位锻炼，他们依旧在红军和地方的卫生事

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不少初加入者逐渐成

长为医疗骨干。 如 １９３３ 年夏天，川陕苏区卫生学校

从优秀学员中“提拔了八名红色医官，以适应医疗

工作的需要。 这八个人中有陈银山、陈永寿、肖邦宁

和赵子恒”等人，他们均被分配到总医院分院或师

级红军医院做医务主任［２］４９，５５。

三、川陕苏区的医疗用品供应

药品和医疗器械是维护苏区军民身体健康、治
疗战争创伤的特殊商品。 从地理区位条件来看，川
北交通闭塞、山高林深，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

守［３１］４１，可一旦受到敌人的全面封锁，就容易暴露

出资源供给上的极端脆弱性。 “川北通、南、巴一带

交通闭塞，加上敌人的‘围剿’、封锁，是很难搞到药

物的，有时缴获敌人一些药品，那简直是如获至

宝。”同时，苏区各级医院的医疗设备也极为简陋和

匮乏［１０］５９３－５９４。 由于国民党政权严密的封锁禁运，
保障医疗用品的供应俨然成为川陕苏区医疗卫生工

作的主要内容。 为解决相关问题，川陕苏区革命力

量多措并举，不断拓展医疗用品筹集渠道，全力保障

苏区的医疗物资供应。
其一，在战争和革命斗争中缴获敌人的药品和

医疗器械以补充自身。 红四方面军将收缴药品和医

疗器械作为红军广大指战员占领城市后的一项基本

任务。 例如，红军在《红色战士必读（第一种）》中，
就将“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作为每位红军战

士必须知晓的重要事项［３２］ 。 后又在《军事干部会

议各种报告大纲》中要求各部队首长加强“中西药

品的收集” ［３３］３６１。 因此，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打扫战

场时十分注意收集药品等物资，“每次大的激烈战

斗攻占一城以后，总是要缴获部分物品的，如西药、
枪弹、被服、食盐等” ［３４］２６５。 再如，红军攻下绥定城

（今达州）后缴获了大量药品，“大批的药物从绥定

运。 一次一百匹牲口驮，驮了好几回” ［３４］３９０。
同时，川陕苏区还通过向土豪劣绅征发、没收等

方式筹集药品。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川陕省委指出，“药材

等物质以及医院伤病等的需要，应一面大大的动员

群众来帮助与拥护，一面又要有计划的收买征发与

集中” ［３５］ 。 此外，川陕苏区也利用俘虏的敌军官

长、土豪劣绅等来交换苏区急需的药品、武器等物

资［１０］４３。 事实上，通过缴获、征收、没收和利用俘虏

交换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筹集

到较多医药物资，但难以持续。
其二，川陕苏区还通过秘密采购，发展对外贸

易，举办经济公社等方式拓宽筹集医疗物资的渠道。
１９３３ 年夏，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部与红

军建立了统战关系，愿意为红军提供适量的军需物

资，“给红军赠送了近两千元的医药等物” ［３６］１４４，
孙蔚如又先后“给红军赠送了 １０ 批药品” ［１７］４５７。
同时，红军又在汉中至川北之间建立了 ３ 条秘密红

色交通线和 １ 条复线［３７］ ，以“协助后勤总部采购总

部所需物资及转运” ［３８］ 等事项。 例如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红军就曾通过红色交通线将“购得无线电器材、
药品、医疗器械和电池等 ２０ 多担” ［２６］１７７送至通江。

孙蔚如部为红军提供的药品和红军从陕南购买

的西药和医疗器械等物资总量较小，虽能勉强满足

医治部分重伤员等特殊需要［２６］１７７，但于整个苏区

的庞大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为此，川陕苏区

还通过举办经济公社、鼓励对外贸易等方式收购药

品。 在川陕苏区的机构设计中，经济公社是苏维埃

政权的商业机关和重要的贸易机关，其主要职能是

负责从群众手中购买粮食、盐、药品等苏区紧缺物

资，以供给苏区军民，“银耳、特货由经济公社管，从
收购、集中、组织运往白区，去换购军需品、食盐、西
药等回来供给苏区广大军民” ［３９］ 。 同时，川陕省苏

维埃政府还鼓励药品、粮食等必需品的进口，并对其

予以免税支持，“中西药材、耕牛、小猪、洋油、生发

油等，皆得免税” ［４０］ 。 此外，苏区亦鼓励白区的商

贩运送“中西药材、食盐”“等物到苏区贩卖” ［４１］ 。
其三，白区的地下党员和广大群众无偿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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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入川后，成立党的“秘密的外圈组织”———红军

之友社。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６ 日，陕西汉南特委决议“扩
大红军之友社的组织，积极进行募捐运动”，“募捐

一切慰劳品，慰劳红军” ［３３］１１。 后四川省委也指示

各地党、团组织，“要到无组织的群众中去募捐，把
出了捐的群众组织成‘红军之友’” ［４２］ 。 在各地党、
团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红军之友社纷纷开展募捐活

动，并募集到不少苏区紧缺的物资，给予了红军以有

力支援。 如汉中红友之友社为红军“募到油印机、
号角、电池、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 十七路军第 ３８
军的“医务主任赵某（地下党员）一人捐募的医药就

有十多种”。 据统计，在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至 ６ 月，红军之

友社募集到的物资经红色交通线“转送到川陕根据

地的医药就有二十余种” ［３６］１５４。
四川党组织和红军之友社也筹集到了部分药

品。 例如，川北地下党组织曾捐赠 “ ３ 担名贵药

品” ［３１］１４６。 １９３３ 年夏天，红军还成立了以吴瑞林

为首的武装小分队，“不仅搞了十多万斤盐巴，还搞

了几十只船和不少的药品、布匹” ［３１］１４９。 此外，部
分参加革命的中医在党和红军的感召下也纷纷捐献

自己储藏的药品，如杨成元参加革命不久，遂“托人

取回他原来隐藏之药，并发动亲朋医友在农村收集

散存药物，又带领招呼队员上山采挖，缓解了药物的

供求矛盾” ［１７］４８３。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川陕苏

区医疗物资匮乏的状况。
综上所述，川陕苏区建立初期其所需的药品和

医疗器械严重匮乏且来源极不稳定。 为破解困境，
川陕苏区通过采取秘密采办、发展经济公社、鼓励内

外贸易、发动群众捐药等举措筹措医疗物资，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敌人经济封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
效缓解了苏区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状况，部分保障

了苏区军民的诊疗需求。
其四，挖掘川北中医药潜力，自主生产和制作替

代药品和医疗器械。 川北地处山区，森林密布，野生

中药材资源丰富，为苏区大量采集中草药提供了物

质条件。 以南江县为例，该县“名贵药材有鹿茸、麝
香、熊胆、猴肝、豹骨、天麻、党参、杜仲、枣皮、红花、
枸杞等”。 上述药材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远销省

内及西康、陕西、贵州、甘肃、湖北等地” ［４３］ 。 营山

等县域亦是如此。 据统计，清末“营山县境有中药

材 ２０４ 种。 其中野生 １４３ 种，家种 ６１ 种” ［４４］ 。 由

于西医和西药匮乏，川陕苏区采取了中西结合的治

疗方法，充分利用中医中药为伤病员治疗，“对必须

开刀动手术的急重伤员，采取西医西药治疗；大多数

病员和轻伤员，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 ［４５］ 。 为筹集

中药材，川陕苏区曾派遣“三十人左右在各地进行

采购药材”，但依旧难以满足苏区军民庞大的用药

需求，“就是中药也是难弄到手”，“有时出去两三个

月还买不到几百斤药回来” ［４６］ 。 鉴于此，川陕苏区

通过在各医院组织挖药队，动员群众挖药材等方式

获取了较多的中草药。 例如，红军总医院专门组织

了 ６０ 余人的挖药队伍，“有人把《本草纲目》带到野

地去，按书上所描绘的图样在土中把它挖回来，经过

试验证明是此药的话，就大量的挖”，“在川北通南

江一带大约能找到一百多种中药。 当地能产的药是

可以解决了” ［４６］ 。 此外，为解决苏区暴发疫病后中

草药供给不足这一问题，苏维埃政府还广泛地发动

群众采药献药。 “由医生据《本草纲目》中药材的形

状绘制成图样张贴各处，教群众识别，再发动群众上

山采集。 很多区、乡苏维埃规定每月由村苏维埃组

织群众，背上药材，打上红旗，敲锣打鼓向军队医院

和地方医院献药一次。” ［４７］

对挖掘到的中草药，各医院除用以炮制配方的

药材外，还成立了制药机构以制作中成药。 例如，工
农总医院“自制了内服和外用的感冒丸、十全大补

丸、清炎散、红升丹、白降丹、黑药膏等几十种中成

药。 工农总医院自制的药品除满足本院外，还经常

支援各分医院和红军各部队的军、师医院”。 红军

总医院则在制作中成药的同时，还自制了部分苏区

急需的西药。 “红军总医院自制的药品有阿片酊、
复方樟脑酊、远志酊、陈皮酊、复方豆蔻酊、碘化钾

液、碘酊和大黄浸剂、大黄散、碳酸钙等。” ［１７］４５８此

外，苏区医护人员还因地制宜，利用中药替代苏区缺

乏的麻药、消炎药、止痛药等西药，并就地取材制作

了各种简易的医疗器械。 譬如，医护人员为了给重

伤员动手术取子弹，“就用白酒、盐水消毒，将川穹、
半夏当麻醉药剂，用猪油、牛油做辅料配制药膏，用
大黄浸剂、大黄沫作为消炎药剂，利用废铁、铜线、铜
筷等制成镊子、受水器、消毒碗、换药盘，将银币、银
首饰打制成探针、耳鼻镜等”，没有防治破伤风的药

品，就用“玉真散”敷伤口［４８］ 。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在承载中国共产党革命事

业的同时，既因其现代资源匮乏给革命者带来了诸

多困扰，也因其传统资源的丰富赋予了革命者一定

的行为弹性空间，有效缓解了其远离于发达城市文

明的窘迫与痛苦。 川陕苏区通过广泛利用中医中

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

求，“既适应当时群众就医的信任和习惯，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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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药材供应的困难” ［１０］５９１。

四、苏区伤病员的现实处境

从宏观方面来看，伤病员的救治、看护亦是对医

院后勤保障能力乃至整个苏区后勤工作的重要考

验。 因而，川陕苏区除构建系统完备的医疗卫生体

系，为伤病员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和医护资源等医

疗保障外，还从伤病员的转运、饮食、精神抚慰和物

质优抚等领域着手，通过努力以求改变伤病员的艰

难生存处境。
其一，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尽力使伤病员

大都能得到及时的转运和治疗。 红军入川后建立了

系统的伤病员转运与抢救体系，“伤病同志之后送

道路及各师、团医务处、所，战斗时之位置须明白指

示” ［２３］１４１６。 除明确医院及各战斗部队的准确地址

外，红军还规范了伤病员的转运流程。 “一般由团

送师、师送军，军医院则随部队在前方开设医院。 部

队转移时，有军医院向后方医院转送的，也有师团直

接转送后方军医院的，军医院的重伤病员就转送到

总医院。” ［２０］４４５因而，伤病员的转运和救治较为及

时。 “那时，几乎天天都在打仗，随时都有从前线送

下来的伤病员，必须随到随收；遇有重伤员，还要立

即组织抢救。” ［１０］５９４

其二，川陕苏区各级机关也十分重视医院的粮

食、营养品等生活物资的供应，竭力为伤病员的康复

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 如，为解决医院的物资供应，
川陕省委和政府号召群众热烈拥护医院，“拥护伤

病号” ［４９］ 。 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
苏区群众拥护医院的热情高涨。 “每当医院伤病员

增多，群众就自动帮助医院抬担架，腾房子，打扫卫

生。 他们送来粮食、猪肉、鸡蛋以及布鞋、袜底、草鞋

等生活用品，慰问伤病员和医院的同志。” ［１０］５９５党

和红军的各级领导干部也“在生活上多方照顾，凡
自己生产的或打土豪和战场缴获来的食物，都注意

优先照顾住院伤病员” ［５０］ 。 彼时，伤病员的食品供

应也较为充足。 “医院有规定，伤病员的营养物资

尽管难以保证，但吃饱三餐饭要保证，要适当给重病

号加强鸡蛋、食糖等饮食方面的照顾。” ［２０］４４４同时，
医院还重视照顾伤病员的饮食习惯，“我们的伤病

员，多半是本地人，他们习惯吃酸的，这是他们最低

的合理要求，是完全能办到的” ［５１］ 。
其三，精神抚慰和物质上的优待亦是不可或缺

的。 伤病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托党支部开展，

各医院“根据病房情况组织了休养连，成立了休养

员党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还在伤病员中选

出连长、指导员，病房中的思想教育工作由他们负责

抓。 对重伤病员连，则由医院政治部派干事负责病

房中的思想工作” ［２０］４４４－４４５。 为丰富伤病员的文

化生活，总医院还组织各种娱乐活动，以舒缓伤病员

的情绪。 例如，张琴秋“把医院里的小同志组织起

来，办起宣传队，亲自教她们跳高加索舞，唱《八月

桂花》、《慰问伤员小唱》等歌曲，排练好后，又带着

他们深入到各医院病房慰问演出。 有时她还亲自为

伤病员歌唱，使伤病员感受到同志间的亲切情谊和

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５２］ 。 同时，总医院还特别重视

从精神上减轻伤病员的思想负担。 “张琴秋主任经

常深入病房，和伤病员谈话、摆龙门阵，询问他们的

家庭情况，安慰他们好好养伤治病。” ［５３］ 苏井观等

人则创办了《血花报》，“鼓励伤病员积极配合医护

人员治疗护理，表扬医护人员和休养员中的好人好

事，还宣传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知识” ［２］３７－３８。
其四，苏区还制定了红军伤亡抚恤制度，解决受

伤战士的康复疗养问题。 如规定，“红军在服务期

间，因伤病须休养时，应送到最适宜之休养所休养，
在休养期间一切费用由国家供给”，“国家设立残废

院，凡因战争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入院休养，一切

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 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给终

身优恤金，由各县苏维埃按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现

时每年至少五十元大洋” ［５４］ 。 这些政策和举措的

施行使伤病员备受鼓舞，均能积极配合治疗，从而较

快地恢复身体健康。
不难看出，苏区的医疗机构在救治战争创伤、扑

灭流行性疫病、减轻红军和苏区群众的伤亡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苏区医疗卫生体系的

建立和完善，患疾和受伤的军民大多能得到有效的

治疗，许多苏区群众也不用再饱受疾病肆虐而无医

无药之苦。 据统计，１９３４ 年苏区流行性疾病猖獗，
仅“工农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达 ２２００ 人，各县工农分

医院住院病人也达到 ５００ 人。 通过医院艰苦努力，
绝大部分被治愈”。 红军在四川的两年多时间里，
“仅在工农总医院及其下属分医院共治愈伤病员 ２．
３ 万名，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 ［５５］ 。
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时，红军所属的总医院

和七个分院共有 １．１ 万余名伤病员，“全由妇女担架

队和群众担架队运送。 在剑阁停留一个月，积极开

展治疗，大多数伤病员治愈出院归队” ［５６］ 。
反观国民党士兵和白区群众的个人遭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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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窥见国共双方在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力度与

心态上存在的差距。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红色中华》曾报

道过四川白区及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医疗境况，彼时

万源等县时疫大发，由于“医药两缺”，被传染者“只
有坐而待亡，因此死者蔓延不止，现平均每户有二人

以上死亡”，“兵夫的死亡，也到处都是，尤以夫役为

多” ［５７］ 。 不难看出，伤病员的救护是国共双方在战

争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医疗卫生工作也是革命进程

的一个侧面，而政治理念之间的差异，则是造成国共

双方在救护伤病员上的方式、成效各异的根源。 以

“为民谋福利”作为根本政治信念的中国共产党，能
清楚认识到自身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缺陷与先天

不足，坚持以保障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为己任，并在

建设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艰难进程中筚路蓝缕、多
管齐下，竭力补齐医疗机构不健全、医护人员不足、
医疗用品匮乏、伤病员救治照护不周等既存短板，并
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从医疗卫生工作的角度来看，
这或许也是川陕苏区能在敌我资源严重不对等的背

景下，始终保持红军旺盛的战斗意志，赢得苏区群众

全力支援和拥护，进而先后两次粉碎敌人重兵“围
剿”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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